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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

韩长赋

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。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、起好步，需要深入调研、统筹谋划。

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，组织开展驻村调研，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。近期，我到费孝通先生 80年前

调查过并写出《江村经济》一书的村——江村（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）开展调研，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。

一、中国乡村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

当前，中国之乡村，从内地到沿海，从城郊到农区，从山区到平原，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。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

代转型，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，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，每年有超过 1000 万农村居民市民化，1000 万农村人口脱

贫。农村即将消除贫困，实现全面小康。可以说，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。江村也在微观层面，演绎着这个时代变局。

乡村的巨变，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，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，是内因与外因、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

用的结果。

第一，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，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

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，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、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，放开了农产品市场，农

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、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，想种啥就种啥，想吃啥就吃啥，这在车马归队、劳力归田的大集体

时期是不可想象的。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。江村的太湖螃蟹、太湖“三白”销往全国各地，浙江白茶、山

东苹果、赣南脐橙等则走进了江村百姓的生活日常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，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。2017 年农产品

进出口额超过 2000 亿美元，位居世界第二。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，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，也带来了严峻挑

战。

第二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，使农民从土里刨食、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、走向小康

改革开放以来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离田，进城务工。2017 年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8.25%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

也达到了 42.35%，2.8 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。农民“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割麦插秧累断腰”已成为历史，种田比以

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。江村的村民跟我说，现在腰包更鼓了，日子更好了，笑容更多了，寿命更长了。近年来，一些地方甚至

出现了“逆城市化”现象，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，搞农业，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。农民在城乡之间

自由流动，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融合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相互碰撞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促进、工业

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相互作用，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、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。

第三，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，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

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、智能手机的普及，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，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，这对农业农村的

影响是全方位的、革命性的。过去通信不发达，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

音；改革开放以后，收音机、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；新世纪以来，手机、电脑、网络向农村覆盖。据统计，我国农村网民

已超过 2 亿。现在，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，随时随地微信交流、视频对话。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，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

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。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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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。乡村振兴既是乡村

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，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，

把握发展机遇，激发发展活力，引导加快变迁，促进农业全面升级、农村全面进步、农民全面发展，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。

在这个历史进程中，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、光荣的历史使命，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、时刻关注这个变局、全面把握这

个变局，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，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，顺应历史发展方向。

二、江村变迁是我国乡村发展的缩影

江村本名开弦弓村，紧邻太湖，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，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、鱼米

之乡。1936年，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，写出了著名的《江村经济》，记录下了 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，

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。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，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，涉及消费、生产、

分配、贸易、土地、生活、婚姻、习俗等方方面面，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村落布局、经济发展、社会关系等全貌。调查采

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，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，分析经济制度、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，契

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。费老那时仅是一个 27岁的青年，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，其精神直到今

天仍值得我们学习。

在江村，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，召开了座谈会，走街串巷访谈农户。今天的江村，与《江村经济》

所描绘的情景相比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人们生活小康，家家住上楼房，通上自来水，装上抽水马桶，使上热水器，用上

液化气，宽带、数字电视全覆盖，村道全部水泥硬化，90%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，村里充满生机活力，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

村民形象。可以说，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，保留着一些传统，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。对比江村 80年来的变迁，变是绝对

的，不变是相对的，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。

第一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，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

80 年前，江村 80%农户养蚕，主要是男耕女织，男的种植稻桑，女的养蚕缫丝。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，村里成立

生丝、合作社，办起了生丝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，成为社办企业。改革开放后，丝织厂等村办企

业兴起，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。进入新世纪，村里个体、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，基本形成了以丝织、针织为主体

的家庭工业，全村 70%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、三产业。2017 年，全村农民人均收入 32432 元，村集体收入 265 万元。江村男耕

女织、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，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，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。从过去的

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、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，产业优化升级，链条纵向延伸，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。村民

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，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，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，蒋伟芳现在

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厂长，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幵花的家庭作

坊、“夫妻店”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。目前，村里有近 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，有的代工，有

的自产自销。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，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，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，去年 10月

到现在就卖了 20万件。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。

第二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，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

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，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、田面两层，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，90%的家庭只

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悃户。1951 年，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。人民公社时期，土地集体所有、集体经营。改革开放后，江村实

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 30 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。从私有私

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，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，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，无论是费老描述的“地是

活的家产，钱是会用光的，可地是用不完的”，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“家里可以没门，手里不能没田”，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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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现。也正因此，80年来，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。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，清代同治、

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，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，面积精确到分厘。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《土地房

产所有证》上，面积精确到厘毫。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，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，在此基础上

推动土地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分置。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（所有权）、田面（经营权）两权分离相比，现在的“三权”

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，提高了效率，更防止了土地兼并，保障了公平。村民陈月生说，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，家里 5

亩承包地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。座谈会上，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 30 年延包政策，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

定，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，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。

第三，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“差序格局”

1935 年，江村有 359 户 1458人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起伏，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、低死亡、高自然增长

向低出生、低死亡、低自然增长转变。目前，江村有 420 户 1680 人（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），较 80年前分别增长了 17%和 15.2%；

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32.4%，增长了近 26 个百分点。80 年前，村里只有 10 家外来户，主要从事理发、银匠等特殊职业；现在，

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，最高曾达 1000 多人。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

描述的那样，维持着以亲缘、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，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、血缘关系的扩展，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

的社会关系网络。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，她的外婆、母亲、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，这种

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，在江村很普遍。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，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

流举办茶会，吃茶话事，交流见闻，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。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，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

人一样，仍不能落户江村，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。其中的主要原因是，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。

第四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但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

80 年前，费老描述下的江村，人畜混住，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，生活没有保障，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

统。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，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，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，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。可以

说，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，但婚姻、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。两头挂花幡、招女婿等传统婚

姻习俗延续至今。由于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，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。全村现有 139 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

式，招女婿 190 人。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，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，来回走动。在家庭财产处置方

面，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，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，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。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，村民姚玉坤给

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，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。也正因此，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，1935年江村户均 4人，2016 年

户均 3.98人，都是小规模家庭。

第五，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，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

早在 1929年，江村实行地方自治，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。1935 年，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。新中国成

立后废除保甲制，建立行政村。人民公社时期，实行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。改革开放后，由生

产大队改为行政村，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。80 年来，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，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

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88 岁的周梅生讲，邻里有矛盾纠纷，解放前靠宗族势力，现在是找村委会，只有大

的经济民事纠纷，才走司法渠道。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，涉及承包地调整、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，村民都会集体讨论、民

主决策，很少有纠纷和矛盾。江村的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教师等有资望的群体，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、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

类议事监督机构，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。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，在村里很有威信，退休后被村民选

为小组长。在江村，尊老爱幼、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，传统礼治、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，为健全和完善

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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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全面看待农村，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规律

江村虽只是一个微观主体，但其 80年的变迁基本反映了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。从江村可以看到，中国广人农村发生了翻天

覆地的变化，同时很多传统仍然保持着稳定和延续，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、平稳与跃升共进的状态。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

长期的历史过程，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，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，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。

一要坚持循序渐进，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

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，随处可见外观现代、装修精致的别墅楼房，一些传统砖木结构平房点缀其间，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，

他们住惯了老房子，不愿意搬到新房。传统与现代、变化与不变，共同阐释着江村 80年来的变迁。这种变与不变的选择，已经

渗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，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处理。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，二轮承包以来，应对农民市

民化的新情况，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，可谓一组一策。有的“生不增、死不减”，一直没有调整土地；有的每 5年调整一次，

动账不动地；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。从江村的土地、人口、婚姻、家庭等制度看，即便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、与外

界联系紧密的这样一个村落，村庄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的、自然的，而不是断代的、割裂的。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，要尊

重实际，因地制宜、因势利导、循序渐进，既要着眼长远目标、不违背发展方向，又要立足当前实际、不违背发展规律。要克

服求大求快、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的思想，处理好快与慢、量与质、点与面的关系，既把握方向，又把握节奏，防止出现颠覆

性错误、系统性风险，打牢乡村发展的根基。

二要坚持城乡融合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

在江村，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。水、电、路、气、房、讯、网等基础设施齐全，将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

过地下管道集中到处理池，实现了无害化处理。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镇接轨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，

看电影、跳广场舞、打篮球、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。走在村里，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。与此同时，新建起

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、文化习俗，这是江村的“根”，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。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费老访

问江村，现在是村里费孝通纪念馆的顾问，他热心于向外界介绍江村的传统民俗和乡土文化，被人们称为“农民教授”。在江

村可以感受到，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各有千秋，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、时尚的生活方式、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乡村所追崇的，而

乡村宁静的自然环境、独有的生活习俗、丰厚的历史传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。因此，才有农村人进城、城里人下乡的双向流

动，城乡融合开始加快，城乡关系正在重塑，城市与乡村的鸿沟逐步打通。推进乡村振兴，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，既要推

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、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拓展，也要尊重乡村文化、传承农耕文明，通过以城带乡、功能互补、有机

衔接，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融合互联、协同发展，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共存共荣、互促互进。

三要坚持尊重农民，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

在江村座谈时，大家纷纷表示，村庄环境改善了，居住条件变好了，看病养老有保障了，挣钱渠道更多了，幸福指数更高

了。78 岁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，每个月自己有几百元补贴，看病能报销一半，他感慨日子越过越好。谈到乡村振兴时，大家

劲头十足，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。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过费老，准备借助费老的名人效应办民宿。养殖大户倪林坤经营着 140

多亩蟹塘，想联合村里的养殖大户成立合作社，共同闯市场。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

点。要想农民所想、急农民所急，凡是农民称道的、满意的、喜欢的，我们就要坚持下去；凡是农民急需的、期盼的、憧憬的，

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。农民是乡村的主人，乡村是农民的家园。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，尊重农民主

体地位，不能代替农民、替农民决策，更不能排斥农民。

四要坚持统筹规划，一张蓝图干到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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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1936 年费老初访到现在，江村的农房经历了平房、楼房、别墅等五代变迁。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 40 年，当时是因为贫

穷；改革开放到现在的 40年，房子却换了四代。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了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；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规划，造

成了巨大浪费。农房建设无序，没有统一规划设计和标准，以至于拆了建、建了拆，这是我调研时基层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

问题。市里的同志讲，目前农房建设没有法律规范，没有部门管理，没有总体规划，没有房型设计，没有建设标准，没有质量

验收，这是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。记得我 2000 年去波兰考察，波兰是土地私有制，当地农民建房，可以自己决定

内部结构、装修等，但建在哪儿、面积、外观等受到政府严格的规划管制。乡村振兴、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，谋定而后动，

想好了再干，防止折腾、防止浪费、防止走弯路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，一年接着一年干，久久为功，必成美画。每个乡

村都有自己的历史、个性和特点，要充分尊重乡村的自然机理和历史文脉，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

来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，而不是缩小版城市，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。

五要坚持人才首要，确保乡村发展后继有人

江村巨变的根本，是有一批文化素质高、市场意识强、能吃苦敢拼搏的人才。村民周玉官上世纪 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乡

创办了江村第一个个体工商企业，曾得到费老的鼓励和指导，带动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创业。这次到江村，我还惊喜地发现到处

都有年轻人的身影。“70 后”沈斌先后在镇农办、燦烂村工作过，去年来到江村任村支书，他一心想着推动江村大发展。“80

后”周春燕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妇女主任，每天活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，为村民搞好服务。“90 后”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

网店，将村里生产的针织衫销往全国各地，成为新生代偶像。由于生活条件好、发展机会多，江村年轻人外流的不多。这些年

轻人正在为这个传统村庄注入新的活力。这表明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。要始终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，既搭好大舞台

留住人才，又种好梧桐树引进人才，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。目前，全国农村还有 2 亿多劳动力，要加大培训力度，充分挖掘

培养“土专家‘田秀才”、经理人等农村能人，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。今天

的农村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，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，吸引农民工、大学生、科技人员及乡村走出去的工商业主、退休人员

等回流，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。

（作者系农业农村部部长。摘自 2018 年 5月 11、5月 12 日经济日报）


